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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生态效应研究中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

刘世梁１，∗
 ，刘芦萌１，武　 雪１，侯笑云１，赵　 爽１，刘国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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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摘要：人类活动及其干扰会产生不同的生态环境效应，定量化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干扰的特点是分析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影

响的基础。 人类活动强度的定量评价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机制，对于合理调控人类活动，预防或减少可能产

生的生态危机以及区域的规划管理和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回顾从生态效应视角出发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研

究，认为目前研究者主要从压力变化和状态变化两方面对人类活动强度进行评价。 基于人类活动压力的视角，主要建立了基于

权重的多指标叠加体系对人类活动强度进行评估；而从状态变化的角度，研究者主要从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或多

因子状态变化等方面进行评价。 进一步详细介绍了在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方法，如人类足迹指数、喀斯

特干扰指数、生态足迹方法和景观发展指数等。 最后指出了目前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对未来发展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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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４ 年，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Ｍａｒｓｈ 在《人与自然》（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一书中提出“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

然的进程” ［１］。 这一问题引发了科学界关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影响评估的探讨。 １９８９ 年，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 等基

于荒野（大于 ４０００００ｈａ 以上的大片没有人工建筑物的土地）的数据，建立了第一个全球尺度上未受干扰生态

系统的分布结果［２］。 １９９５ 年，Ｈａｎｎａｈ 等在全球尺度上评估了自然栖息地被人类干扰的程度，发现未受干扰

的土地占全球陆地面积的 ５２％［３］。 这些研究都对 Ｇｅｏｒｇｅ Ｐ． Ｍａｒｓｈ 的问题做出了回应。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人类改造自然界的力度和规模不断增强，对生态环境的扰动和压力也不断增加。 Ｅｌｌｉｓ

等发现荒地（ｗｉｌｄｎｅｓｓ）面积占全球无冰区域面积不到四分之一［４］；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的研究认为人为压力严重影响了

全球五分之一的海洋，而且这种压力正在不断加大［５］；Ｋｒａｕｓｍａｎｎ 等的研究发现，１９１０ 年到 ２００５ 年人类占用

的净初级生产力翻了一倍［６］。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对自然系统的需求正在加速，并可能破坏这些系统

的稳定性［７］。 因此，对人类活动进行评估，从而正确认识人类活动的规模、强度及时空变化规律，对于预防可

能产生的生态威胁显得十分必要。
作为人与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人类活动的研究在不同领域均有涉及。 在地理学研究中，人类

活动通常体现在人地关系分析中，而对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态效应的研究往往不是其重点［８］；在生态适宜性、
生态脆弱性和生态效应评价等研究中，人类活动往往被作为环境因子和生态变化的驱动力因子考虑，侧重于

相关关系探究［９］；在生态系统服务研究中，人类往往作为服务的需求者和受益者来考虑［１０］；而在灾害风险科

学的研究中，人类活动又作为区域灾害系统的致灾因子和承灾体进行分析［１１］。 总体来看，以往的研究大多将

人类活动作为所研究问题的辅助信息，通过选择相应指标（如人口，国民生产总值等）表征人类活动强度，以
实现对所研究问题的成因或结果分析。 尽管零散的指标也能反映人类活动情况，但由于缺少对人类活动强度

的全面评估，可能会造成对研究问题的成因或者其影响的认识不全面。 此外，这些表征人类活动的指标大多

选自社会、经济层面，多数指标往往不能体现生态效应的内涵。 目前虽然已有多种从生态效应的角度定量化

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方法，但绝大多数方法仍处在起步发展阶段，尤其在国内的研究中，没有形成统一的体系

或较为认可的指标。 越来越多的研究已经开始重视人类活动的生态效应与区域生态安全的耦合机理研究，侧
重更为准确的衡量和预测不同人类活动对区域生态环境的影响。

基于此，我们希望从生态效应视角出发，对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方法进行梳理，发现目前此类研究

存在的不足，为之后该领域的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首先阐述了人类活动的概念，进而总结了定量化评价人类

活动强度的方法体系。 基于评价体系，详细介绍了几个重要的评价指标。 最后，指出了目前定量化评价人类

活动强度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建议和展望。

１　 人类活动概念

人类活动是指人类一切可能形式的活动或行为，触及了生物圈中的每个地点、组成部分和过程，包括个

体、群体、社会、政治、经济等不同方面。 本文所指的人类活动是从人与自然关系视角出发，包含人类为满足自

身生存和发展对自然环境所采取的各种开发、利用和保护行为的总称。 按其产生的生态效应，人类活动可分

为以下几种（表 １）。 其中，重大工程的建设、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化等是目前对生态影响较大的人类活动。
此外，本文所指的人类活动也可表述为 Ｈｅｍｅｒｏｂｙ、人类干扰（ 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和人为压力（ ｈｕ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等。 其中，Ｈｅｍｅｒｏｂｙ 一词来源于希腊语 ｈｅｍｅｒｏｓ，由芬兰植物学家 Ｊａｌａｓ 等于 １９５５ 年首次提出，通过

量化目前的植被覆盖状态与完全不存在人类干预情况下构建的自调节植被最终状态之间的距离，进而评价人

类活动对植被的影响［１２⁃１３］。 随后德国生态学家 Ｓｕｋｏｐｐ 等提出了人为干扰度（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ｍｅｒｏｂｙ）的概念，将
其定义为“一种评价人类有意或无意干扰对生态系统影响的综合方法”，用于评价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

响［１４］。 人类干扰（ｈｕｍａｎ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的概念与自然干扰相对应，用来表示由人类活动引起的自然生态系统的

２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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扰动［１５］。 而关于人为压力（ｈｕｍａ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有学者将人类活动归为几种不同的压力类型，以描述生态系统

及其组成部分受到干扰的具体方式［１６］，但人类活动与人为压力的概念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互用。

表 １　 人类活动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ｈｅｍｅ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生态效应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ｓ 代表性人类活动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土壤侵蚀 Ｓｏｉｌ ｅｒｏｓｉｏｎ 高挖低填、路肩边坡、坡耕地开发、水土保持工程、土地整治

土地沙漠 ／ 荒漠化 Ｄｅｓ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地表植被破坏、不合理灌溉、水资源破坏和浪费

水文效应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流域地表覆被改变、城市不透水表面增加、农业 ／ 生活用水、水利水电工程建设、跨
流域调水

改变生物地球化学循环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ｉｏ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化肥农药施用、化石能源消耗

生物多样性变化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外来物种入侵、放牧、捕鱼、砍伐、狩猎、引起生境破碎的活动

气候变化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化石燃料燃烧、农业和工业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土地利用变化（城市化、植
被破坏、森林砍伐）、气溶胶的排放

土地利用变化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基础设施修建、围填海工程、植被破坏、城市化

２　 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体系

人类活动强度是指一定面积的区域受人类活动的影响而产生的扰动程度。 现在普遍认为，关于人类活动

对区域生态环境影响强度的定量评价始于 １９７５ 年莱温估计土壤侵蚀背景值（无人为干扰条件下的土壤侵

蚀）。 所得结论有一定价值，但不具备普遍意义，无法推进对人类活动影响强度的量化。 国内系统性定量分

析人类活动强度始自 １９９８ 年文英对人类活动强度定量评价方法的初步探讨［１７］。 文英从自然、社会和经济三

方面入手，选择地形起伏度、经济密度等 ９ 个指标，利用层次分析和权重加权法，对 １９９５ 年全国各省市的人类

活动强度进行了评估。
由于大多数研究均会涉及对人类活动的评价，为筛选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增加了难度。 因

此，在选择综述的方法时，我们主要遵循了两个原则：一是评价方法能够综合地表现人类活动强度，二是评价

方法需要体现生态效应的内涵。 根据上述两个原则，我们建立了图 １ 所示的评价体系。 总体来看，目前关于

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的研究主要从压力变化和状态变化两方面评价，研究的思路也遵循了生态效应研究

中的压力⁃状态⁃响应（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ＰＳＲ）框架和驱动力⁃状态⁃响应（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ｔａｔｅ⁃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ＤＳＲ）框架等［１８⁃１９］。

一方面，部分学者从压力的角度出发，侧重对人类活动本身进行刻画。 其中一类方法为基于权重的多指

标叠加分析方法，即通过建立反映研究区人类活动的评价指标体系，经由主观或客观赋权法确定各指标的权

重，最后运用加权法获得人类活动强度指数［２０⁃２１］。 该种方法思路清晰，操作方便，结合空间数据可以将人类

活动强度通过空间制图的形式表达出来，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２⁃２６］。 但由于生态系统的复杂性及人类活动的多

样性，许多方法只适用于某种生态系统，甚至某个研究区，无法进行区域间人类活动强度的比较。 基于此，有
学者将生态系统的差异考虑在内，建立了针对陆地生态系统和海洋生态系统的人类足迹指数和海洋生态系统

多尺度空间模型。 由于将人类活动作用地的生态系统差异考虑在内，体现了人类活动与生态效应间的相互关

系，使这种方法具有了更广的适用性。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综合性的方法也从压力角度出发对人类活动强度

进行定量化评价，如生态足迹指数。 作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全面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影响的方法，生态足迹方

法已经在全球、国家、区域、城市乃至个体层次等宏观和微观尺度上得到了广泛应用［２７⁃２８］。
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从人类活动引起的状态变化角度出发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２９⁃３０］。 其思路

是基于人类活动产生的生态效应，从土地利用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变化或者多个状态因子的变化角度侧面表

现人类活动强度［３１⁃３３］。 其中，从土地利用变化角度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是目前应用较广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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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估方法

Ｆｉｇ．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３　 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方法

３．１　 基于压力的评估

３．１．１　 基于权重的多指标叠加分析

这里我们主要介绍 ４ 种常用的方法：人类足迹指数、海洋生态系统多尺度空间模型、喀斯特干扰指数和人

海关系空间量化模型。 其中，前两种方法充分考虑了不同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强度的差异，因而可以在较大的

尺度上运用；而喀斯特干扰指数及人海关系空间量化模型只适用于特定地区，可转移性较差（表 ２） ［３４⁃３７］。
人类足迹指数（Ｈｕｍａ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ＨＦＩ） 人类足迹指数始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３４］２００２ 年第一次在全球尺

度上建立人类足迹指数评价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程度。 人类足迹指数将人类影响与影响区域的相互作用

考虑在内，是一种人类影响相对于各生物群落最高影响记录百分比的归一化数据［３８］。 人类足迹指数的计算

首先由人口密度（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ｎｓｉｔｙ）、土地利用转变（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通达性（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电力基础设

施（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４ 种类型 ９ 个数据层通过缓冲区叠加分析及影响力赋值生成人类影响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ＨＩＩ），然后根据陆地生物群落划分方法将全球划分为 １５ 个生物群落，计算陆地及每

一群落中 ＨＩＩ 的最大、最小值，对 ＨＩＩ 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最终的人类足迹指数。 人类足迹指数得分越高，
意味着人类活动的影响越大。 人类足迹指数只适用于评估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的影响。 由于这种方法

考虑了地球表层各种生态系统的差异，提供了全球尺度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分布信息，因此在自然

保护区监测和管理以及人类活动影响评价等方面得到了广泛的应用［３９⁃４０］。
作为评估人类活动对陆地生态系统影响的常用指标，许多学者在不同尺度上对人类足迹指数进行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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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Ｇｏｎｚáｌｅｚ－Ａｂｒａｈａｍｅｔ 等［４１］和 Ｅｔｔｅｒ 等［４２］分别在国家尺度上对人类活动的影响进行了评价；Ｗｏｏｌｍｅｒ 等［４３］

和 Ａｌｌａｎｅｔ 等［４４］在生态区域尺度上进行了人类足迹指数的计算。 Ｗｏｏｌｍｅｒ 等的研究表明，尽管在生态区域尺

度和全球尺度上得到的结果相近，但更精细数据的使用凸显了人类活动的复杂性。 Ｖｅｎｔｅｒ 等［４５］ 结合遥感和

自下而上的调查方法，更新了 １９９３ 年到 ２００９ 年全球尺度上的人类足迹指数。 结果表明，全球尺度上人类足

迹增加迅速，尤其是在热带生态区和其他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 同时，富裕的国家和控制腐败力度强的国

家的人类足迹指数表现出一定的改善迹象。

表 ２　 基于权重的多指标叠加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ｗｅｉｇｈｔｅ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ｄｅｘ

方法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提出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ｒ

建立时间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ｉｍｅ

考虑生态系
统差异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适用区域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ａ

尺度
Ｓｃａｌｅ

可转移性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人类足迹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３４］ ２００２ √ 陆地生态系统

全球尺度及
区域尺度

强

喀斯特干扰指数
Ｋａｒ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Ｖａｎ Ｂｅｙｎｅｎｅｔ
等［３５］ ２００５ × 喀斯特生态系统 区域尺度 弱

海洋生态系统多尺度空间
模型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３６］ ２００８ √ 海洋生态系统
全球尺度及
区域尺度

强

人海关系空间量化模型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李延峰等［３７］ ２０１５ ×

受外海影响较小，水交换
能力较弱，海底地形相对
平缓以及综合开发程度
较高的海湾地区

区域尺度 弱

同时，许多学者也在不断改进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提出的人类足迹指数。 由于 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等没有考虑人类影响的

时间维度和受影响生态系统的生物物理脆弱性，Ｅｔｔｅｒ 等［４２］基于土地利用强度、干预时间和生物物理脆弱性，
建立了包含以上三个维度的人类足迹指数。 Ｃｏｒｒｅａ Ａｙｒａｍｅｔ 等［４６］ 基于 Ｅｔｔｅｒ 改进的人类足迹指数，加入了表

征生境损失与破碎化的变量 Ｆ ｆｒａｇ，建立多维空间人类足迹指数（Ｓｐａｔｉａｌ ｈｕｍａｎ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ＳＨＦＩ），评估了墨

西哥人类活动对景观连通性的影响。
海洋生态系统多尺度空间模型（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 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越来越大，许多

科学家认为世界上不复存在原始的海洋地区［４７］。 在海洋生态系统中，由于许多人类活动具有突发性和偶然

性，加之人类活动对海洋的影响难以探测，因此评估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具有相当的难度［４８］。 综

合评价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影响的研究仍处在起步阶段，但发展迅速［４９］。 在人类活动对海洋生态系统

影响的评估中，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当属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人 ２００８ 年在全球尺度上评估人类活动对海域影响状况的

研究。 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３６］运用针对特定生态系统的多尺度空间模型评估了全球尺度上 １７ 种人类活动对应 ２０ 种

海洋生态系统的影响程度。 ２０１５ 年，Ｈａｌｐｅｒｎ 等又建立了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年 ５ 年时间尺度上的全球范围内人类活

动累积影响［５］。 除了在全球尺度上的应用，该方法还被广泛地应用在地中海和黑海［５０］、加拿大太平洋海

域［４９］、加利福尼亚海洋生态系统［５１］和法国地中海沿岸［５２］等区域尺度海洋生态系统的研究中。

Ｉｃ ＝ ∑
ｎ

ｉ ＝ １
∑
ｍ

ｊ ＝ １
Ｄｉ × Ｅ ｊ × μｉ，ｊ

式中，Ｄｉ是在位置 ｉ 人类活动取对数标准化后的强度，范围为 ０—１，Ｅ ｊ是某种生态系统的出现或消失（０ 或 １），
μｉｊ是人类活动因子 ｉ 对生态系统 ｊ 的影响权重，范围为 ０—４。

喀斯特干扰指数（Ｋａｒｓ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ＫＤＩ） Ｖａｎ Ｂｅｙｎｅｎｅｔ 等［３５］于 ２００５ 年提出了喀斯特干扰指数，用
于衡量喀斯特地区人类干扰对环境的影响程度。 喀斯特干扰指数的评价指标包含 ５ 大领域（地貌、大气、水
文、生物和文化）３１ 个环境因子，每个指标都被赋予了 ０—３ 的干扰度值。 ＫＤＩ 是一种定性和定量评价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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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法，在佛罗里达州 ／意大利［５３］、奥地利［５４］、意大利［５５］、新西兰［５６］ 等地的研究中都被证明是一种有效评估

喀斯特地区人类活动干扰强度的指标。 同时，随着 ＧＩＳ 的发展，ＫＤＩ 的空间分布也得到了研究［５７］。 但该方法

存在着指标分数描述比较局限、许多指标的描述不符合研究地实情等缺点，所以在应用 ＫＤＩ 时应该随之进行

不断修正。
人海关系空间量化模型 （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ｑｕａｎ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ｒｉｎｅ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ＱＲＨＭ） Ｐａｒｒａｖｉｃｉｎｉ 等［５８］基于地理空间模型（Ｇｅｏｓｐａｔｉａｌ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评价了 ８ 种人类活动

类型对邻近海域生态系统的压力状况。 基于此，李延峰等［３７］ 建立了 ＳＱＲＨＭ 模型对莱州湾人类活动影响程

度进行了定量评价。 其原理是将人类活动所处空间位置作为人类影响作用点，量化海域内各单元点受作用点

的影响程度。 该模型主要适用于受外海影响较小，水交换能力较弱，海底地形相对平缓以及综合开发程度较

高的海湾地区。

Ｉ ＝ ∑
ｍ

ｉ ＝ １
Ｆ ｉ ×

Ｄｉ － ｄｉ

Ｄｉ

Ｉｔｏｔａｌ ＝ ∑
ｎ

ｊ ＝ １
Ｉ ｊ × Ｗ ｊ

式中，Ｉ 代表某种人类活动对单元点的影响，该种人类活动存在 ｍ 个作用点，ｉ 代表第 ｉ 个作用点；Ｆ ｉ代表某种

人类活动在第 ｉ 个作用点的强度，Ｄｉ为该种人类活动在第 ｉ 个作用点的最大影响距离，ｄｉ为单元点与该种人类

活动第 ｉ 个作用点的距离；Ｉｔｏｔａｌ代表多种人类活动对单元点的综合影响，共存在 ｎ 种人类活动；ｊ 为第 ｊ 种人类

活动，Ｉ ｊ为第 ｊ 种人类活动对单元点的影响，Ｗ ｊ为第 ｊ 种人类活动在综合评价中所占的权重。
３．１．２　 其他方法

生态足迹（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 ＥＦ）Ｗａｃｋｅｒｎａｇｅｌ 和 Ｒｅｅｓ 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提出了生态足迹的概念［５９］。
生态足迹通过计算要维持一个人、地区或国家的生存所需要的或者能够容纳人类所排放的废物、具有生物生

产力的地域面积来衡量人类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 作为一个全面评估人类对生态系统压力的

指标，生态足迹被广泛应用在全球、国家、区域和城市等宏观尺度上［６０⁃６２］，同时也被应用在家庭、商业等微观

层面上［２７］。 但是，生态足迹这一方法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生态足迹的概念与真正的生态系统价值并不密

切相关，物种稀缺、栖息地的唯一性和土地的过度使用并没有在生态足迹的框架中体现等［２８］。

ＥＦ ＝ Ｎ·ｅｆ ＝ Ｎ·∑
ｎ

ｉ ＝ １
ａａｉ ＝ Ｎ·∑

ｎ

ｉ ＝ １
（ｃｉ ／ ｐｉ）

式中，ＥＦ 为总的生态足迹，单位是全球公顷，Ｎ 为人口数，ｅｆ 为人均生态足迹，ａａｉ为人均第 ｉ 种消费物品折算

的生物生产面积，ｐｉ为第 ｉ 种物品的平均生产能力，ｃｉ为第 ｉ 种物品的人均消费量。
３．２　 基于状态的评估

３．２．１　 基于景观与土地利用变化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活动作用于陆地表层环境的一种重要方式和响应［６３］。 从景观、土地利用变化的角

度定量化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是国内最常用的方法。 这些评价方法大多是通过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或者

景观组分进行赋值，从而计算干扰度。 每种方法依据的原理不同，赋值的方式也有差别（表 ３） ［３３，６４⁃６９］。
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ＡＩＬＳ） 徐勇等［６４］提出陆地表层人类活

动强度指数，基于建设用地当量（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ＬＥ），对不同土地利用类型赋予相应的建设用

地当量折算系数（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ａｎｄ ｅｑｕｉｖａｌｅｎｔ， ＣＩ），从土地利用 ／覆被与人类活动关系角度

构建了一个客观反映人类活动对陆地表层影响和作用强度的指标。 该方法自提出后在黔南生物多样性保护

优先区［７０］、黄土高原［３２］等地区得到了实践和应用。
人类活动强度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ＡＩ） 从景观生态学视角来看，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使景观组

分的原始自然特性不断降低，不同类型的景观组分代表不同的人类活动或开发利用强度特征［７１］。 因此，陈浮

等［６５］根据景观组分及其变化特征，基于人为影响强度参数构建了人类活动强度指数，用于评价一定区域内景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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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程度。 这种指数主要将景观类型分为建设用地、耕地、园地、草地、湿地、盐碱地、水域等。
该方法在干旱区典型绿洲［７２］和黄烨市［３３］等地的人类活动强度评价中均有应用。

表 ３　 从土地利用与景观变化角度定量化人类活动强度

Ｔａｂｌｅ ３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ｌ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ｃｈａｎｇｅ

指标
Ｉｎｄｅｘ

原理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计算公式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变量解释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单位
Ｕｎｉｔ

赋值标准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按
照一定标准换算成建设
用地当量

ＨＡＩＬＳ ＝
ＳＣＬＥ

Ｓ
× １００％

ＳＣＬＥ ＝ ∑
ｎ

ｉ ＝ １
ＳＬｉ × ＣＩｉ( )

式中，ＨＡＩＬＳ 为陆地表层
人类活动强度，ＳＣＬＥ 为建

设用地当量面积，Ｓ 为区
域总面积，ＳＬｉ为第 ｉ 种土

地利用 ／ 覆被类型的面
积，ＣＩｉ 为第 ｉ 种土地利

用 ／ 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
当量折算系数，ｎ 为区域
内土地利用 ／ 覆被类型数

徐勇等［６４］

人类活动强度指数
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根据景观组分及变化的
特征，将景观类型分为建
设用地、 耕地、 园地、 草
地、湿地、盐碱地、水域等
类型，对不同景观组分进
行人为影响强度赋值

ＨＡＩ ＝ ∑
Ｎ

ｉ ＝ １
ＡｉＰｉ ／ Ｔ

式中，ＨＡＩ 为人为影响指
数，Ｎ 为景观组分类型的
数量，ＴＡ 为景观总面积，
Ａｉ为第 ｉ 种景观组分的总

面积，Ｐｉ为第 ｉ 种景观组

分的人为影响强度参数，
主要通过 Ｌｏｈａｎｉ 清单法、
Ｌｅｏｐｏｌｄ 矩 阵 法 或 者
Ｄｅｌｐｈｉ 法确定

荣益等［３３］

陈浮等［６５］

人为干扰度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ｍｅｒｏｂｙ ／ Ｍ

基于干扰的理论，对不同
干扰类型进行赋值计算

Ｍ ＝ ∑
ｎ

ｉ

Ｓｉ

Ｓ
× Ｈｉ

式中，Ｍ 为统计单元的人
类干扰度指数，ｎ 为统计
单元内地表覆盖的斑块
数，Ｓｉ为当前斑块类型的

面积，Ｓ 为统计单元总面
积，Ｈｉ为当前斑块类型的

人为干扰度相对值

陈爱莲等［６６］

ＨＡＩＩ ＝ ＨＩ ＋ ∑
Ｎ

ｉ ＝ １
ＨＩ × Ｐｉ

式中，ＨＡＩＩ 为人类活动
强度综合指数，Ｎ 为人类
活动因子总数，ＨＩｉ为第 ｉ
个人类活动因子本底值，
Ｐｉ为第 ｉ 个人类活动因子

距离衰减率

孙永光等［６７］

景观发展强度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基于能值理论，通过计算
单位时间单位面积某一
土地利用类型的能值来
反映人类对环境的干扰
程度

ＬＤＩｔｏｔａｌ ＝ ∑％ＬＵｉ × ＬＤＩｉ

式中：ＬＤＩｔｏｔａｌ 代表某一景

观单元的 ＬＤＩ 值，％ ＬＵｉ

代表第 ｉ 中土地利用类
型占所有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的百分比，ＬＤＩｉ代表

第 ｉ 种土地利用类型的
景观发展强度系数

ｓｅｊ ／ ｈａ ｙｒ－１
Ｂｒｏｗｎ 等［６８］

Ｒｅｉｓｓｅｔ 等［６９］

人为干扰度（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ｈｅｍｅｒｏｂｙ ／ Ｍ） 人为干扰度是由德国生态学家 Ｓｕｋｏｐｐ 等基于 Ｈｅｍｅｒｏｂｙ 的概念提出

的，可用于评价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１４］。 在国内，陈爱莲等［６６］ 首次将干扰度概念引入自然保护区的

监测和评价中，制定了景观类型分类系统，系统评价了辽宁双台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人为干扰的动态变化特

征。 基于此工作，孙永光等［７３］将人为干扰度指数与景观格局指数相结合，研究了人为干扰度时空动态变化及

景观格局指数的响应机制。 对于干扰度的划分，有学者将其分为无干扰、半干扰和全干扰 ３ 种类型，也有学者

依据 Ｓｕｋｏｐｐ 提出的理论，将其划分为 ６—７ 种干扰类型。 作为一种比较直接地评价人类活动对景观干扰的方

７　 １９ 期 　 　 　 刘世梁　 等：区域生态效应研究中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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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为干扰度在北京市［３１］、小三江平原沼泽湿地［７４］、朝阳港潟湖湿［７５］、匈牙利东北部［７６］、德国［１３］ 等许多有

关人类活动干扰的研究中得到了应用。 此外，该方法也在不断改进。 例如，孙永光等［６７］考虑到人类活动强度

的叠加效应和距离衰减效应，对已往评价方法进行改进，借助遥感技术和空间分析技术建立了海岸带人类活

动强度综合指数（Ｈｕｍａ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ＨＡＩＩ）。
景观发展强度指数（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ＬＤＩ） 景观发展强度指数是 Ｂｒｏｗｎ 等［６８］于 ２００５ 年提

出的用于量化人类对环境干扰程度的指标，其基本思想可追溯至 Ｏｄｕｍ 的能值理论。 ＬＤＩ 通过计算单位时间

单位面积某一土地利用类型的能值，取对数后将结果标准化，从而评价人类对环境的干扰程度。 其中，用于

ＬＤＩ 计算的能值是不可再生能源，包括电力、燃料、肥料、农药和水等。 Ｂｒｏｗｎ 等将 ＬＤＩｉ的结果标准化为 １—
１０，１ 代表未受干扰的自然土地利用，１０ 代表最高强度的土地利用。 Ｖｉｖａｓ 等于 ２００７ 年提出了修正的 ＬＤＩ 计
算方法［７７］，将 ＬＤＩｉ值修正为 ０—４２［６９］。

ＬＤＩ 方法提出之初适用于河流、湖泊、流域尺度，或在个别规模较小的孤立的湿地流域。 有学者也将 ＬＤＩ
方法应用在墨西哥地区，探讨了墨西哥地区随时间变化人类活动对土地利用的干扰程度［７８］。 值得注意的是，
将 ＬＤＩ 方法应用在湿地生态系统中，由于使用尺度较小，没有考虑距离变量。 但如果在较大面积的流域使用

该指数，则需要将距离作为重要变量纳入。 此外，许多研究表明 ＬＤＩ 与湿地状况（生物多样性［７９］、总磷浓度、
土壤电导率和土壤 ＰＨ［８０］）相关度较高，而 Ｒｅｉｓｓ 等［６９］ 运用佛罗里达湿地状态指数（Ｆｌｏｒｉｄａ ｗｅｔｌａｎｄ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ＦＷＣＩ）评价湿地健康状况，发现 ＦＷＣＩ 的结果与 ＬＤＩ 相符。 因此，作为一种稳健的湿地生态系统健康

评价方法，ＬＤＩ 被广泛地应用在湿地生态系统健康评价中［８１⁃８４］。
３．２．２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

人类活动作用于区域生态系统，影响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导致生态系统服务发生变化，而生态系统服务

反过来作用于人类，对人类福祉产生影响。 因此，生态系统服务的变化可以更好地反映人类活动强度对生态

系统服务需求的影响。 在这里主要介绍两个指标：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和人类淡水影响指数。
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Ｈｕｍａｎ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ＡＮＰＰ） 由于净初级生产力

（ＮＰＰ）可以指代生态系统服务，因此我们将 ＨＡＮＰＰ 也作为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变化的评估人类活动强度的指

标。 ＨＡＮＰＰ 指潜在的植物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 ０）与实际留存在生态系统中生物量总量（ＮＰＰ ｔ）的差［８５］。 其

基本假设是人类占用净初级生产力的比例能够度量人类对生态系统的控制程度，较高的 ＨＡＮＰＰ 对生物多样

性威胁较大。 净初级生产力以焦耳（Ｊ）、干物质量（ｋｇ）或碳（ｋｇ）为单位。
ＨＡＮＰＰ ＝ ＮＰＰ ｏ － ＮＰＰ ｔ ＝ ＮＰＰ ｏ － ＮＰＰ ａｃｔ ＋ ＮＰＰ ｈ

式中，ＨＡＮＰＰ 为净初级生产力的人类占用，ＮＰＰ ｏ为潜在的植物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 ｔ为当前生态循环中现有生

物量总量，ＮＰＰ ａｃ ｔ为实际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ＮＰＰ ｈ为植被净初级生产力收获量。
人类淡水影响指数（Ｈｕｍａ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ＨＦＩ） Ｄｏｄｄｓｅｔ 等［３０］ 从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角度量化了全

球尺度上人类活动对淡水生态系统的影响。 通过计算人类活动对 ６ 种淡水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进而得到人

类淡水影响指数（Ｈｕｍａｎ 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ＨＦＩ）。 这 ６ 种淡水生态系统服务包括生物多样性压力指数

（Ｂｉｏ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ＢＳＩ），淡水商品压力指数（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ｉｅｓ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ＣＳＩ），干扰调节指数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ＤＲＩ），温室气体排放指数（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ｄｅｘ， ＧＲＩ），水质压力指数

（Ｗａｔｅ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ＷＱＩ）和水资源压力指数（Ｗａｔｅｒ 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ｔｒ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ＷＳＩ）。 研究结果表明，人
类使用了全球潜在淡水服务的 ４％—２０％。 所有国家都使用了相当量的生态系统服务。

ＨＦＩ ＝ ∑
ｊ

ｉ ＝ １
Ｐ ｉ，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Ｐ ｉ，ｍａｘＩｉ

式中，ＨＦＩ 是人类淡水影响指数。 ｊ 代表影响的种类，Ｐ ｉ，ｔｏｔａｌｖａｌｕｅ代表由指标 ｉ 构成的每种生态系统服务在总的生

态系统服务中所占比例，Ｐ ｉ，ｍａｘ代表每个指标 ｉ 对其所构成生态系统服务的最大比例，Ｉｉ代表每个指标 ｉ 的值。
３．２．３　 基于多状态因子的变化

人类活动往往会引起多种环境要素的改变，因此有学者基于多种状态因子的改变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

８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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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Ｍｉｌｄｒｅｘｌｅｒ 等人 ２００９ 年提出 Ｍｏｄｉｓ 全球干扰指数（ＭＯＤ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ＭＧＤＩ） ［８６］。 该方法考

虑了由人类活动引起的植被指数和地表温度的共同变化，基于 ＭＯＤＩＳ 陆地产品的地表温度（Ｌ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ＬＳＴ）和增强型植被指数（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Ｉ），将每年合成的最大 ＬＳＴ 与最大 ＥＶＩ 的
比率与目标年之前多年最大 ＬＳＴ 与最大 ＥＶＩ 比率的均值进行对比，检测干扰情况［８７］。 该方法包括了瞬时

ＭＧＤＩ 和非瞬时 ＭＧＤＩ 的检测，计算公式及解释见表 ４。 当植被没有受到干扰时，ＭＧＤＩ 的值是在常数 １ 附近

轻微波动。 当发生干扰事件时，ＬＳＴ 与 ＥＶＩ 的比率会显著增大，导致 ＭＧＤＩ 的取值大幅偏离 １。

表 ４　 Ｍｏｄｉｓ全球干扰指数计算公式及说明

Ｔａｂｌｅ ４　 ＭＧＤＩ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ＭＧＤＩ 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ＭＧＤＩ

瞬时 ＭＧＤＩ
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ＧＤＩ

非瞬时 ＭＧＤＩ
Ｎｏｎ⁃ｉｎｓｔａｎｔａｎｅｏｕｓ ＭＧＤＩ

公式
Ｆｏｒｍｕｌａ ＭＧＤＩＩｎｓｔ ＝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 ｐｏｓ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ｙ）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 ｐｏｓｔ）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ｙ－１）
ＭＧＤＩＮｏｎ⁃ｉｎｓｔ ＝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ｙ）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 ｐｏｓｔ）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ｙ－１）

参数说明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ＭＧＤＩＩｎｓｔ是指瞬时的全球生态干扰指数值，ＬＳＴｍａｘ（℃）
是指一年内所有 ８ 天合成的 ＬＳＴ 的年最大值，ＥＶＩｍａｘ ｐｏｓｔ

是最大 ＬＳＴ 出现的时间点后的 ＥＶＩ 最大值，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ｙ）是指目标检测年份，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 （ ｙ－１）是指目
标检测年份之前多年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ｐｏｓｔ的平均值

ＭＧＤＩＮｏｎ＿ｉｎｓｔ是指非瞬时的全球生态干扰指数值， ＬＳＴｍａｘ

（℃）是指一年内所有 ８ 天合成的 ＬＳＴ 的年最大值，ＥＶＩｍａｘ

是指一年内所有 １６ 天合成的 ＥＶＩ 的年最大值，ｃｕｒｒｅｎｔ ｙｅａｒ
（ｙ）是指目标检测年份，ｍｕｌｔｉ－ｙｅａｒ ｍｅａｎ （ｙ－１）是指目标检
测年份之前多年 ＬＳＴｍａｘ ／ ＥＶＩｍａｘ的平均值

　 　 ＭＧＤＩ：Ｍｏｄｉｓ 全球干扰指数，ＭＯＤＩ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４　 建议与展望

总的来说，目前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需要克服：（１）许多模型

是静态模型，只能识别人类活动干扰的现状，不能对人类活动干扰进行预测。 （２）现有评价人类活动或者人

为作用压力的模型均假定多重压力的影响可以简单相加，但许多研究表明，人类活动引起的多重压力的影响

是复杂的，非叠加性的相互作用［８８⁃８９］。 因此，目前对人类活动直接相加的评价方式存在许多弊端，发展能反

映多重压力相互作用的定量化评价方法显得非常重要。 （３）对人类活动强度的分析缺少准确度评价。 为了

表达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空间插值方法被应用到若干研究中，插值的有效性应该得到验证。 建议在评价时

可以运用多方法进行评估，同时结合相关单一指标如人口密度等对模型分析结果进行验证。 （４）发展新的表

征人类活动强度的方法。 如目前大数据的运用受到关注，社交签到等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体现人类活动的

强度、范围和分布特点，该类数据具有实时性、动态性，因此对于更好的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很有帮助。
但目前将生态效应考虑在内的此类研究仍为少见。

我们认为要加强定量化评价人类活动强度中对生态效应的考量，对此可能有以下几个可行的途径：（１）
在指标选取时，可以基于区域生态要素，选取能够体现生态效应的人类活动指标，而不仅仅从经济社会层面考

虑。 （２）开展基于生态系统的评价方式。 这里可以有两种途径：一是评价生态系统异质性较大的区域时，要
充分考虑人类活动作用地的生态特征。 二是可以系统开展针对特定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强度定量评价，从而

为综合评价不同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强度提供参考。 （３）加强人类活动对生态过程影响的机理研究，为人类

活动强度的权重选择提供理论依据。
此外，对人类活动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评估既需要对现有指标量化，也需要确定相关人类活动的阈值。 不

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自然环境特点以及资源禀赋条件，确定人类活动干扰的阈值对于区域的规划和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对于人类活动临界阈值的确定，可采用草地承载量、地下水可开采量、环境容量、流域水资源利用量

等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临界；也可采用环境质量的转化临界 （ ＥＫＣ）、生物多样性安全阈值、生态承载力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和初级生产力（ＮＰＰ）等指标表示［９０］。 同时，将表征人类活动干扰的指标与表征区域资源

９　 １９ 期 　 　 　 刘世梁　 等：区域生态效应研究中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评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承载力的指标相匹配，可以更好的判断一个地区人类活动强度是否处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目前这方面的评价

方法也有出现，如生态足迹方法以生态承载力作为阈值，与生态足迹相比可以评价一个地区是生态盈余或生

态赤字［９１］；人地关系紧张度指标从环境承载力与人类活动压力计算的人地关系的紧张程度也可以反映人类

活动是否在生态承载力范围内［９２］，但将二者结合进行评价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最后，我们建议在区域规划和管理中要充分考虑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尤其是在生态脆弱地区的管理。 同

时应重视人口稠密地区、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的人类活动，建立相应的保护和限制措施，确保人类活动在生态

承载力范围之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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